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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荷兰、美国和英国的检警关系为合作型，以增加有效起诉的案件为基础，双方树立了大控方的理念。其

派驻检察官和联合办公模式较为成熟，在沟通平台建设和信息共享方面都有优秀经验，典型例证如美国

布朗克斯重案组、英国刑事司法小组、特拉斯法律联络部和洛杉矶高管会议等。在我国宪法体制下，优

化侦查监督和协作配合机制，可以合作为手段实现监督实质化。具体而言，树立“大控方”理念格局，

给予侦监协作办公室独立化运作空间，发挥系统性优势，推进类案的监督和侦查标准的统一。通过检方

提供法律咨询与培训和双方召开联席会议优化沟通平台建设，并建立数据统一处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

减少双方信息壁垒，全面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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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secutorial and poli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re cooperative, based on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 prosecution of cases, and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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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s have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the “lead prosecuting agency”. Their models of sending 
prosecutors and joint office operations are relatively mature, with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com-
munic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s demonstrated by examples such as 
the US Bronx Major Crimes Unit, UK Criminal Justice Unit, Trass Legal Liaison Department, and the 
Los Angeles Executive Conference.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China, optimizing the me-
chanism of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and collaborative coordination can achieve substantive su-
pervision through cooperation. Specifically, by establishing the “lead prosecuting agency” concept 
and providing independent operation spa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collaboration 
office, the systematic advantages can be leveraged to promote the supervision of similar cases and 
unify investigation standards. By providing legal advice and train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
pervision collaboration office, holding joint meetings, optimizing communication platform con-
struction, and establishing a unified data processing platform, information sharing can be pro-
moted, and the information barriers between both sides can be reduced,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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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检警关系的新发展与现存问题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配合有余监督不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发挥刑

事诉讼程序中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功能价值，也制约了刑事案件办理质效的提升。为改善这一问题，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出台，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以下简称“侦监协

作办公室”)的构想，侦监协作办公室负责组织保障数据的共享通报、对重大疑难案件的会商指导、督促

落实相关意见以及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解答。 
自《意见》印发实施以来，侦监协作办公室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 16 个区公安

分局均已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公检双方均对侦监协作办公室的职能定位有自己的期许，公

安机关希望检察院为案件提供指引，提高起诉质量，检察院则希望通过获得公安的办案数据分析发现可

能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预防。侦监协作办公室的建立实际上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如双方就常见和新型

犯罪行为的罪名认定、取证要点、捕诉标准达成统一，就办理案件的标准把握更加一致，以及公安机关

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充分听取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案件性质等方面的意见，提高案件的高质高

效办理。 
陈国庆指出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需加强沟通协作，推动侦监协作办公室规范化、实

质化、长效化运行；强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和对立案的监督以及探索对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刑事拘留

的监督[1]。 
当前，侦监协作办公室运行未达预期的原因首先在于检警双方司法理念的不统一，未形成合作协力。

由于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处阶段不同，考核标准便存在冲突，公安机关考核提起公诉率，检察机关考核

不诉率，考核导向的不一致决定了双方发力点不同，在合作沟通中难免出现分歧，影响沟通协调机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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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也影响了办公室的实质化运行。其次，办公室的运作尚未形成规范机制，公安机关本就有其固

定成熟的工作模式，建立侦监协作办公室后打破其原有工作模式，双方在磨合过程中反而可能降低侦查

效率[2]。跨部门的协同办案机制也尚未有效形成，侦监协作办公室派驻检察官不参与后续案件办理，当

派驻检察官与案件承办检察官意见不同又属同一部门时，前期协商指导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和立案监督工作则首先依赖于办公室的良好运行，检警双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数据共享。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了解在取证中公安机关容易出现什

么样的问题、不同类型案件的取证要点和取证难点才能制定出能指导实践的取证要求，也只有通过分析

公安机关的全部立案数据才能发现立案过程中的暗含问题。另一方面，从公安机关的角度出发侦查活动

往往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侦查数据也难免具有隐私性，检察机关要进行事前事中的监

督或介入侦查指导与侦查数据的保密性质存在着矛盾。因此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共享何种数据和如何共享

数据。 

2. 合作型检警关系的模式考察 

监督与协作并非孤立的两方，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我国长期以来配合有余意味着不可能在短

期内实现刚性的监督，一味强调强化监督作用很可能适得其反。将目光投射至域外，英美法系国家的检

警关系多强调两者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促进交流合作的方式实质性地达到了监督效果。因此本文也将重

点介绍域外合作型检警关系的模式，以荷兰、美国和英国的检察制度展开。法国和荷兰深刻地影响了美

国的检察制度，而英国的现代检察制度，尤其是《犯罪起诉法》又是受到了美国的深刻影响[3]，因此荷

兰、美国和英国在制度设计上有相似的基因与脉络，具有统一比较研究的可行性。 

2.1. 检方的定位 

荷兰在最初检察官与警方几乎没有联系，警察在诉讼活动中独立自主行事。在 IRT 案之后成立的议会

研究方法调查委员会(Van Traa, 1996 年)认为由于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则和检察官的监督，警察以非法方式使

用及扩大其自治权。因此委员会制定了《特别调查权法》《Wet Bijzondere Opsporingsbevoegdheden》(2000
年 2 月起生效)对此加以规制，检察官可以在初步侦查期间随时进行干预。此外，高等法院经常重申证据合

法性原则，因此检察官负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在侦查开始时确定适当的侦查方法。1990 年《刑事诉讼法》明

确了检察官干预的出发点是：干预符合安全、效率的原则，根据事实的性质和严重性调整处罚[4]。 
美国检察官一般而言具有两种职权：监督和指挥侦查权。就监督而言，在 1861 年 8 月 2 日的法案中

(Ch. 37, 12 Stat. 185)，赋予总检察长“一般监督和指导职责”。1870 年 6 月 22 日的司法部法案(Ch. 150, 16 
Stat. 164)和 1906 年 6 月 30 日的法案中(Ch. 39, 35, 34 Stat. 816)明确规定总检察长有权监督任何地区的刑

事和民事诉讼。加利福尼亚州宪法规定：州检察长有权监督州地区检察官、法警、其他执法官员的执法

工作，并要求前述官员就其管辖范围内的犯罪的调查、跟踪、起诉、处罚的情况向其提交报告[4]。 
英国检察机关与警方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建议与合作的关系。1978 年刑事诉讼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Procedure)建议设立皇家检控署以平衡警察权力、减少因警察滥用权力而导致证据

不足的案件被起诉的概率，委员会同时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因此皇家检控

署虽然与警方密切合作，但独立运作，并非起诉犯罪的机构[5]。《刑事检察官准则》第二条规定检察官应

当在整个侦查与起诉程序中向侦查人员提供指导和建议，包括调查渠道，解释证据要求和提供协助等。 

2.2. 检警关系的基本理念 

虽然对于检警关系在总体上定位略有不同，但都表现出合作的基本理念。树立“大控方”的理念，

增加有效起诉的案件是双方加强合作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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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政府向众议院提交的《关于全面安全的报告》旨在建立警察和司法机构的合作，要求警察还必

须与检察官办公室、社区服务机构、组织、王国服务部门和公民合作，需要在共同责任的基础上作出共

同努力。 
1967 年美国总统执法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确认警察和检察官之间需要更密切

的合作。检警关系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改善案件的调查和准备工作的质量，使可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增加。

检警双方合作的基础是建立检察官和警察同为“大控方”的理念。 
英国皇家检控署设立时理论上是独立于警察，但根据刑事诉讼皇家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其

依赖警察收集信息，执行对警察控制是不切实际的，警察也并不愿意在具体案件中寻求和听取检方建

议[3]。于是委员会提出了法定检控原则(Statutory Charging)以解决该问题，该原则是指双方均需贯彻法

定检控的具体目标，包括：1) 尽早消除不需要起诉的个案；2) 提出更有力的检控个案；3) 消除检控

与起诉之间不必要的延误。由于增加有效起诉的案件是双方的共同目标，检警关系的交流合作也变得

更为密切[6]。 

2.3. 检警合作的基本模式 

2.3.1. 派驻模式 
荷兰设立了警官秘书，是警察和检察官之间的联络官。具体而言是一名在检察官办公室接受过培训

的警官，致力于通过信息交流消除检察官和警察之间的差距，负责监督和改善起诉的质量，宣传和执行

检察机关有关警察机关的政策。由于警官秘书授权独立处理案件，无需检察官办公室的直接干预，警察

机关也愿意向警官秘书进行求助。同样地，警官秘书能够就特定问题向警方提供反馈，推动了警察和检

察官之间的关系改善[4]。 
美国部分州的警察局以设立派驻检察官或轮值检察官的方式与警察保持联系，并提供相应的法律咨

询，或指派副检察官在特定地理区域根据特定调查单位的需要担任检控主任[7]。 
英国《起诉指南》(the Director’s Guidance on Charging)特别指出：为了促进有效率和有效力的早期协

商，并在起诉案件中作出指控决定，检察官将在当地商定的时间内部署值班检察官。同时这项服务以中

央管理的非工作时间值班检察官安排，确保 24 小时连续服务。值班检察官应适用全面检验标准(Full-Code 
test)行事。该标准规定了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即定罪的“现实可能性”和案件必须符合嫌疑人被起诉

的“公共利益”。如果值班检察官在接受咨询期间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但认为嫌疑人具有人身危险性，

值班检察官可以采用较低级别的测试即“临界测试”(the threshold test)，这种测试预先假定对嫌疑人有“合

理怀疑”，临界测试要求调查官员在商定的日期之前收集进一步的证据，以满足全面检验标准的要求，

从而有“现实的可能性”以定罪。 

2.3.2. 联合办公模式 
联合办公也是另一种典型的合作模式，指检察官和警察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工作，对特定

的犯罪行动展开侦查，双方达成共识对某一类案件以小组形式专项展开侦破，双方均投入较为等量的人

力和物力和同样的重视程度[8]。由于警察和检察官在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都能取得进展，可以就共同

的优先事项达成一致，是制定更有效的打击犯罪的办法的方式。 
典型例子为美国布朗克斯重案组，该小组在毒品交易、团伙犯罪和性犯罪等领域迅速有效地发挥了

重要作用[8]。英国皇家检控署和警官通过“刑事司法小组”或“审判小组”合用同一地点办公，在侦查

起诉阶段进行合作，使警方和检察官机关能够合作准备即将公诉的案件，减少重复，及早地为警方侦查

人员提供建议。联合办公模式使检警之间的合作更加深入和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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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构建交流平台模式 
检察官和警察在各自体系中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这有时会导致双方在共同工作产生分歧，为消除

这一分歧问题，双方都可以为对方的培训提供可用的老师，指定联络人进行全职沟通，减少两者之间

的壁垒。 
达拉斯警方法律联络部门的项目被列为典范项目。达拉斯的警方法律团队由五名全职律师组成，其成

立目的是预防和纠正警察的法律错误。其主要职能是提供培训和法律咨询服务，所有达拉斯的新警察都要

经历 72 小时法律联络处的法律事务培训和定期举办的复习课程。法律联络处 24 小时随叫随到，向警务人

员对于侦查阶段的案件提供有关案件的意见，进行全面的案件跟进。警务人员如欲提出控罪，可在去检察

官办公室之前联系联络单位，联络单位会就个案检讨的完整性提供意见，并提出改善建议。联络单位成员

也可以陪同逮捕人员到检察官办公室审核个案，以协助存档案件。达拉斯项目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强大的，

有凝聚力的团队，将刑事司法系统的两个部分联系起来，减少了警察和检察官的隔离。因此，更少的案件

被大陪审团否决或被法官驳回，警察有了更清晰的知情决策，且更加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8]。 
开展月度高管间会议也是一个交流平台的搭建模式。高管间会议会被作为固定的日程安排，高管们

可以与一两个工作人员随同开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不鼓励由工作人员替代高管，鼓励高管间对问题

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讨论。在洛杉矶，该地区每个月都会留出一天，让该地区刑事司法系统各组成部门的

首席执行官一起吃午餐，讨论各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抱怨和意见等分歧被摆在了桌

面上，共同讨论尽可能可行的解决方案，保证了不会对相关的其他部门产生不利影响。其中，有两条重

要规则值得注意，第一，每个部门的参加者都拥有话语权，所做的决定不会因为没有真正的决策者的承

诺而被稀释。第二，会议日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双方都给予足够的重视程度。该制度使参

与其中的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做出共同努力的承诺，并重视系统的功能发挥[8]。 

2.3.4. 信息共享 
每个警察机关都应鼓励法院以及检察机关定期评估警官的调查、案件准备、法庭表现和证词，并将

这些评估通知警察机关，方便警察机关确定自己侦查案件中所需要注意的因素。另一方面，检察官办公

室需要相应的数据以评估每个案件的质量和综合情况，警察机关应当提供所有检察官需要的信息。 
英国皇家检察署在打破双方信息壁垒上有值得参考的措施。检察署制定了起诉的一般规范为警方提

供指导，如需要咨询检察官的情形、证据的评估标准、可能的结案方式及需完成的文件等。为了指引规

范的落实使用，检察署开通了全国服务热线，警察可在任何时间包括周末和夜晚向值班检察官咨询。同

时在此基础上，尤其注重发布类案指引规范，对类案设置相应的起诉参数，如 2010 年的处理自杀案件起

诉指引中设置了 16 项支持指控和 6 项不支持指控的参数供侦查活动参考[9]。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地方检察

官协会为改善该州警察与检察官关系，也为警官制定了全面的培训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更为发达的今天，共享的信息必须准确和简洁，只包括那些可以使用的事实。

此外，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信息以不同的形式被需要，因此需要考虑到各单位的人员会有细微的不同对

信息的需求，这需要双方的及时沟通与交流以确定。 

3. 对我国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构建的启示 

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都根植于其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13]。应当意识到检

警关系本质特征首先由宪法制度决定，其次才是刑事诉讼制度。从宪法体制上看，英美法系国家是三权

分立，共同诉讼职能使得它们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相互的合作，因此其本质特征是合作关系。

但我国的宪法体制是“一元分立”，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我国的本质特征是监督关系[10]。在

制度借鉴时应当认识到这一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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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制度的根本性区别并不意味着我国或者大陆法系国家排斥“合作”关系，实际上，无论是大陆法

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已经意识到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共同实施国家诉讼职能，因为检警

双方都实质上处于当事人的对立面，双方必须以合作达到追诉的目的。又因为，在构建侦查监督与协作

配合的机制过程中，检察院想要更好地指引公安机关，则需要了解公安机关的办案模式和办案数据，即

必须有公安机关的配合和参与才能发挥作用。我国目前的侦监协作办公室更类似于上文介绍的联合办公

的模式，同时有部分派驻检察官的特征，检警合作模式中的优秀办公经验可为我国的侦监协作办公室提

供参照。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创立检察官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控制警察，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

陆法系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模式。魏根特曾言：“英美的法学家将检察官视为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大

陆法系的传统则是将检察官描绘为一个超然的‘法的守护者’。”英美国家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多采取

沟通交流的合作模式达到其目的，大陆国家的检察机关往往拥有主导地位，强调其法律监督职能[11]。在

我国目前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建立中，采取了与英美联合办公相类似的侦监协作办公室并派驻检

察官，这意味着以合作为手段实现监督实质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检警合作只是检警关系的一种模式选

择，比较和借鉴的最终目的是汲取检警合作模式中的优秀模式设计，指导和完善侦监协作办公室的建设

和完善，最终实现实质监督。 
选择借鉴合作型检警关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根据我国国情，警察机关长期以来一线侦查，如果直接

赋予检察官侦查权，必然会打破长久以来检警关系形成的运行机制，引起警察机关的不满。改革实践告

诉我们：在现行体制下的司法改革最好能兼顾各方利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逐步达到司法改革的目的。

检警关系调整应建立在充分尊重我国司法体制和当前国情的基础上，选择对现有制度环境不会造成太大

冲突和震动的方案[12]。因此借鉴合作型检警关系的调整方式能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最合理的调整，重点

仍是强化监督的实质性，且实质性的着力点会更加明确。 

3.1. 明确检警关系的共同目标 

美国、英国和荷兰在检警关系中均强调了“大控方”的格局，合作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起诉的质量和

明确统一标准，具体而言强调有利于案件的质量保障，通过检察干预实现案件安全快速的处理，并对采

取的与案件事实不相符的措施手段进行调整。换言之，这一举措通过重塑检警双方观念实质上起到了监

督的作用，及时纠正了侦查过程中警察的非法行为。 
我国在建立侦查监督和协作机制时也应注意，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在功能定位和办案方式都有着各

自不同的程序和目标追求，需要先为两者构建统一的共同目标，增加协作意识，转变过去考核方向的差

异，树立合作的“大控方”理念格局，运用证据指控犯罪，全面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质效。只有双方都建

立互相配合的意识，才有利于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开展。 

3.2. 明确检警合作功能 

检警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检察官与警察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双方成为一个整体在一起办公

工作，如美国布朗克斯重案组和英国成立的“刑事司法小组”。另一种典型模式则是派驻，美国有的州

在警察局设立派驻检察官或轮值检察官、英国设立值班检察官以进行案件的早期协商并提供指导以作出

指控决定、以及荷兰设置的警官秘书是半助理警官半检察官秘书的混合职位，派驻检察官通常具有独立

处理案件的权力。 
侦监协作办公室的首要功能是发挥共同工作的专门小组的作用，检察官与警察形成共同工作的小组

有利于双方就特定类型化的案件展开合作，就优先事项达成共识，共同投入精力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发

挥系统性优势，也可以转变个案式的监督，推进类案的监督和侦查标准的统一，实现持续性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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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派驻检察官的模式，设立常态化侦监协作办公室可朝推进检察机关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适当分

离的方向努力，将侦查监督的线索发现以及调查核实等监督职能全面赋予检察室，给予办公室独立化运

作的空间，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13]。需注意，应筛选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派驻检察官，对

案件具有精准的判断和把握，在对复杂、敏感案件的协作中提出有效的案件收集指引方向，减少后续退

回补充侦查的程序回流，避免因派驻检察官与承办检察官意见不同而影响协同办案效果的问题。 

3.3. 加强沟通平台的建设 

美国的法律联络部是联系检察关系与警察关系的典型代表，达拉斯的警方法律联络部门是由五名全

职律师组成。根据我国的宪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法程序，引入律师协调检警关系是不具有可行性的，但是

该法律联络部的职能仍可以为我们构建侦监协作办公室提供借鉴。如检方可定期向警察机关提供培训和

法律咨询服务，向警务人员对于侦查阶段的案件提供有关案件的意见，为警官制定了全面的培训指南，

使检察机关的意见和引导逐渐融入警察机关办案模式，降低双方磨合成本。 
另一个重要的沟通平台是定期会议，洛杉矶的每月定期“午餐日”制度反应出加强检察官和警察之

间高管的工作关系有利于构建检警关系，尤其是面对面的会议。因此可以考虑侦监协作办公室定期召开

会议，首先该会议应得到检警双方的重视，在人员配备上，最好是由各自的负责人进行沟通或部门内具

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人员，确保会议的话语权和会议的有效性。对于情况复杂、影响范围大、社会影响重

大得案件，公安机关应主动提议召开联席会议，公检机关共同研究商讨本案的证据收集等侦查程序中易

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为侦查起诉打下基础[14]。检察机关同时可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会议、工作

报告或座谈多方面考察实现监督。 

3.4. 信息共享制度 

信息共享强调双方的互相的努力，在数据整理方面，按照工作内容分类处理，全程留痕，制作工

作台账，将双方达成共识可共享的信息录入统一的业务系统或做定期数据交流。具体而言，一方面，

警察机关应当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定期评估，应当提供所有检察官需要的信息，检察人员可以调取其

立案侦查等信息，可定期抽查讯问录像等[15]。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应当将其评估结果和内容及时反

馈给警察机关，如制定的起诉的一般规范和发布对类案的指引规则，有利于警察机关知情决策，减少

双方信息壁垒。 

参考文献 
[1] 陈国庆. 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的若干问题[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3, 31(1): 3-20. 

[2] 杨耀明, 张力.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运行难题及对策[J]. 中国检察官, 2023(1): 27-30. 

[3] 何家弘. 检察制度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480. 
[4] Verhage, A. and Ponsaers, P. (2004) From Hopper to Criminal Justice Unit: Police-Public Prosecution Rel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England. Droit et Societe, 58, 545-566. https://doi.org/10.3917/drs.058.0545 

[5] 甄贞. 检察制度比较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65, 274. 
[6] Iannacci, F. and Resca, A. (2021) What Accounts for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nteraction Pattern? On Generative Me-

chanisms, Constitutive Rules and Charging Routines.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18, 277-292.  
https://doi.org/10.1111/emre.12448 

[7] 刘计划. 检警一体化模式再解读[J]. 法学研究, 2013, 35(6): 147-164. 
[8] Cawley, D.F., Miron, H.J., Araujo, W.J., Wasserman, R., Mannello, T.A. and Huffman, Y. (1977) Manag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Manual. U.S. Dept. of Justice, 114, 120-122, 127-130, 143. 

[9]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黄翀. 英国“以审判为中心的检察权运行组织和管理机制”比较考察与启示[C]//上海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3123
https://doi.org/10.3917/drs.058.0545
https://doi.org/10.1111/emre.12448


万瑞琦 
 

 

DOI: 10.12677/ds.2023.93123 923 争议解决 
 

市法学会.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 年第 8 卷 总第 8 卷). 2019: 85-91.  

[10] 种松志. 检警关系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117-127. 

[11] 张建伟. 比较法视野下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2, 30(1): 56-79. 

[12] 李华伟. 派驻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机制研究——侦查监督的中国路径探索[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 28(2): 71-87. 

[13] 陈实, 杨菲. 派驻公安检察室的功能定位及其优化路径——以侦查权控制为视角[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21, 41(10): 108-116. 

[14] 李永航, 梁选点. 派驻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职能研究[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22, 37(4): 100-107. 

[15] 陈卫东. 论检察机关的犯罪指控体系——以侦查指引制度为视角的分析[J]. 政治与法律, 2020(1): 2-14.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3123

	比较法视野下合作型检警关系的考察和借鉴
	摘  要
	关键词
	An Examination and Reference of Collaborative Prosecutor-Police Relationship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Abstract
	Keywords
	1. 我国检警关系的新发展与现存问题
	2. 合作型检警关系的模式考察
	2.1. 检方的定位
	2.2. 检警关系的基本理念
	2.3. 检警合作的基本模式
	2.3.1. 派驻模式
	2.3.2. 联合办公模式
	2.3.3. 构建交流平台模式
	2.3.4. 信息共享


	3. 对我国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构建的启示
	3.1. 明确检警关系的共同目标
	3.2. 明确检警合作功能
	3.3. 加强沟通平台的建设
	3.4. 信息共享制度

	参考文献

